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及成因探析  
 
马晓坤（MA Xiaokun），陈思怡（CHEN Siyi） 

 

摘要：南宋宗教空间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分化与组织特征，结合地图可视化结果可见：佛寺呈现环西湖

层累分布特质，道观在统治者主导下形成由内向外势力递减的梯度分布，民间信仰寺祠多环太庙分布，

呈现向心式集聚。临安宗教空间的构建体现出地理与文化的深度嵌合、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资源博

弈、以及移民与原住民在城市空间中的互动适配。地形、礼制、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宗教区

域分布的有机格局。临安宗教区域的分布与文本书写，反映了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

展示出宋人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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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Lake, Taoist temples present a state-dominated hierarchical pattern with diminishing influenc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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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Lin’an’s religious space reflects a profound interweaving of geography and cultu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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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是南宋政治与礼制中心，也是全国人口流入与市场经济高度集聚的都市。其吴越以来“东南

佛国”的宗教传统在南宋进一步繁盛，全城宗教建筑大体可分为佛教建筑、道教建筑与民间神祠三类，

其中佛、道两教的影响力尤为突出。“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

唐，而学浮屠者为尤。合京城内外暨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声不能什一。”（潜说友, 2012, p. 2654）

宗教区域作为城市最稳定、最可视的公共建筑之一，既承载吴越旧额与地方记忆，又在南渡后的国家

重建与礼制实践中不断被改造，因此其空间分布因而成为观察南宋城市结构、权力逻辑与社会流动的

切口之一。 

有关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的相关研究以日本宋史学者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最具代表性。

斯波义信（1988）曾绘制杭州主要佛寺、道观分布图并作出概述（p. 277）。在此基础上，包静（2014）、

孙旭（2010）、王歆（2020）从地理格局、功能结构与社会网络等层面对临安寺庙进行考证，成荫（2013）、

段玉明（2006）则从两宋比较的角度揭示宗教空间在政治更迭中的结构差异。在“空间转向”兴起的

学术背景下，江莉莉（2010）认为宗教地理逐渐重视“地方性”与象征—意识形态维度的生成机制（p. 

703）。南宋临安以皇城与西湖为双核，南北山路环抱西湖，配合三堤与三天竺路形成“二山抱湖、双

龙抱珠”的形胜格局。本文在前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方志、笔记等文献材料与 GIS 可视化，

对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空间分布及其“地方性”成因进行探讨，尤其关注宗教空间与城市结构、权力

逻辑及人群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 

 

临安宗教区域的分布并非杂乱无序地散落，而是依托地形与城市功能呈现出有机的聚集与分区。

整体上，佛寺在环西湖湖山间层累罗布，道观则借助政治力量安置在关键节点，民间神祠又以太庙为

中心呈向心集聚。 

 

1.湖山叠映：环西湖层累罗布的临安佛寺 

临安佛寺格局在横向空间上形成环西湖罗布的特征，在纵向时间上因修建年代的差异而呈现层累

性。自东晋慧理开山立寺，经吴越“东南佛国”之盛，至南宋城湖互嵌、水网纵横的都城形态确立，

佛教空间在西湖山水间不断被重组与再定位，既顺应山水地貌“因山就水”而布设，又在南宋以后逐

渐显现景观化、园林化倾向，并最终与都市生活与礼仪秩序实现更高程度的适配，是佛教世俗化、本

土化的物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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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佛寺分布图 11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佛寺的环湖分布并非随机散落，而是依托“山—水—城”的自然与人文基础形成五大节点集聚区。

其一，凤凰山—吴山—都城集聚区地处城市核心，依托凤凰山、吴山等山体，融合皇城礼仪与市井生

活，寺庙兼具皇家祭祀、文人雅集、市民信仰等功能。如千顷广化院为皇城祈福道场、明庆寺设戒坛，

具备朝廷祈雨与设坛传戒功能；吴山之开宝仁王寺、太平兴国传法寺等则体现佛教空间与日常生活的

紧密嵌合。其二，保俶塔—葛岭—孤山集聚区以历史遗迹为基底，佛教空间与文人文化深度交融，呈

现出浓厚的人文化与日常化特征。苏轼、白居易、陈与义等文士对广化院、玛瑙宝胜寺的频繁题咏，

使佛寺成为士人精神空间与地方文化地景的重要节点。其三，灵隐—飞来峰—三天竺集聚区作为“灵

竺佛国”核心，以飞来峰为精神与地理轴心，沿山谷形成有序的佛寺聚落。灵隐寺作为祖庭之地布局

规整，三天竺（法镜、法净、法喜）则沿溪谷依序排布，上天竺因祈雨灵应屡获皇帝驾幸，是国家级

佛事场域的象征核心。其四，净慈—龙井集聚区以南屏山为市民佛教枢纽，南高峰为制度化佛教腹地，

龙井谷地则是文人隐逸佛教的代表，功能分化显著。净慈寺面湖而建，是南屏山区域的主寺，香火鼎

盛；南高峰慧因寺、法相寺、六通寺等构成制度性佛教网络；龙井延恩衍庆院则因辩才法师归隐而逐

渐成为文人与诗僧交往的重要场域。其五，临安东郊集聚区佛寺数量最多，分布于城乡边缘，以交通

节点为核心，多为中小寺院与庵舍，服务于城市扩张与民众信仰需求。候潮门、艮山门外如演法院、

崇福院密集布局，临平、皋亭山等区域则聚集众多功德院与皇家寺庙，如慈云院、普济院，构成城市

边缘的佛寺群。 

从历时演变看，南宋临安佛寺的空间布局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在长期宗教地理基础上不断叠加、

更新的结果。东晋时期，杭州城市中心大致位于今西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慧理入杭开创

灵隐与天竺等寺。至唐末五代吴越建国，佛教受到王权强力扶持，灵隐—天竺—南高峰一带形成密集

佛寺聚落。北宋时期佛寺营建趋于克制，基本延续吴越时期格局，空间形态相对稳定。南宋定都临安

后，佛寺分布在原有基础上再度调整与重构。南渡初期，在有限土地与财政条件下，朝廷与地方士绅

多采取修复吴越旧寺、借寺置院、以寺为功德寺等策略，使南山路一带吴越旧寺更易为皇室功德院与

攒寺。至中后期，随着湖山景观营造与文人游赏的兴盛，佛寺与游观经济、诗画题咏和士人交游深度

嵌合，成为“湖山核心”叙事的重要支点。 

从东晋的山林圣地、吴越的都城化佛教圈、北宋的整顿承续，到南宋的皇室集权，临安佛寺的层

累结构正是都城宗教空间动态塑形的体现，佛寺不仅延续其信仰功能，也在地方认同与城市叙事中扮

演核心角色。 

 

2.宫城核心：权力形塑下的临安道观 

作为京师，临安道教宫观总数五十八，与城内外佛寺四百九十二相比数量逊色，然其与主流政治

的联结度与礼制资源之丰，反而呈现出数量少而势力强的特征：“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

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但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故奉老氏

者倍加恭敬，不敢亵渎，此释氏之所不如也。”（吴自牧, 2017, p. 240）在空间分布上，临安道观的区

位选择不主要受地形便利支配，其分布多位于被礼制需求与政治象征“挑选”出来的关键点位，如宫

城附近、城内要冲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山水节点，而城郊分布则相对稀疏。 

 
1. 本文所呈现图表均借助 GIS 软件对地图进行改绘，参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以确定南宋临安府

全境与各县的地理范围，结合南宋临安考古工程队确定的南宋都城、罗城与重要的行政区布局在地图上进行配准。

由于南宋地名距今变化较大，故主要依据相对稳定的湖山之名兼以《咸淳临安志》四图所示的寺庙方位进行二次参

对，以期还原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历史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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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宋临安道观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aoist Templ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分析图 2 可得，在统治者持续营建下，临安道教宫观在城内形成三处相对集中的支点：一是城西

北钱塘门—余杭门一带，分布太乙宫、万寿观、景灵宫等皇家宫观，被安置在御街终点，奉宋室祖先

神位，形成宗法与宗教交织的象征体系；二是吴山片区，为城内最密集的道教区域，开元、龙翔、报

恩、元真、承天、冲天、真圣、宁寿（三茅）、天庆等观连缀成片，构成城内最醒目的道教宫观群；

三是城东新开门—崇新门之间，宗阳宫、佑圣观、福田宫、景隆观等相对集中。这一片区道观在规格

与影响力上不及吴山与城西北官观，却也以点状嵌入的方式在拥挤京城中开辟道教空间。 

而将视野由城内扩展至湖山，道教势力在空间上还存在一个关键的支点，即北山路—孤山路一带。

这里道观数量未必最多，却往往规模宏大、地位显赫，它们的建立常以佛寺空间的迁移、拆分为代价，

直接呈现权力主导下的资源置换机制。北山路显应观的形成具有代表性：显应观专奉崔府君，被纳入

皇室护佑叙事并获帝室累朝崇祀，其营建“分灵芝佛剎之半”（潜说友, 2012, p. 545）而成，显示道观

扩张往往通过对既有佛寺资源的重分配来实现。孤山宫观则更为典型：绍兴十四年所建四圣延祥观与

理宗淳祐十二年改置并安奉太乙十神像的西太乙宫不仅依托“湖心飞地”的象征位置强化道教显示性，

而且据《咸淳临安志》所载，其营建伴随着报恩寺、观音智果院、广化寺、玛瑙宝胜院等寺院的改迁

与并入。由此可见，佛寺在数量上虽占优势，道教却能凭借国家主导与礼制需求在关键节点实现“改

寺建观”的区位转换，从而形成结构性的象征优势。 

综上所述，临安道观的空间分布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在皇权主导与礼制塑形下被有意选址的产物。

它们依托宫城核心展现出以改寺建观为代表的资源再分配逻辑。正是在这一由上而下的形塑过程中，

道观得以占据城市宗教空间中的核心位置，成为皇权精神秩序的重要延伸与象征性节点。 

 

3.向心共生：环太庙分布的民间信仰寺祠 

南宋临安城内的民间信仰寺祠，呈现出鲜明的环太庙空间格局。太庙作为国家祭祀祖先的核心礼

制场域，周边环绕了具备多种社会功能的寺祠。其周边密集分布真圣庙、忠清庙、岳庙、太岁殿、皮

场庙、城隍庙、护国天王堂、旌忠庙、梓潼殿、汉留侯祠等十余座寺祠。从类型看，既有维系城市秩

序与司法伦理的城隍庙、太岁殿等，也有以忠义叙事凝聚人心的节义祠，如岳庙、忠清庙、旌忠庙等，

亦可见梓潼殿等外来信仰，呈现出以礼制为核心的向心性。 

这种向心式聚集，应在南宋民间信仰高度活跃、且国家不断动员神祇资源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进行

解读。南宋的民间信仰并不局限于基层社会，官员与皇室同样广泛参与祈禳与祭告。南宋在南渡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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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危机背景下，对神祇护佑的倚重逐渐增强，神祠赐额、加封与入祀典的门槛相对降低，祀典系

统本身也呈现扩张趋势：北宋神宗时期，大祀仅有 17 种，至南宋则急剧扩张至 55 种，显示出国家对

祠庙祭典依赖的制度性膨胀。就临安府而言，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府共有祠庙 90 座，分为

土神祠庙 5 座、山川诸神祠庙 16 座、节义祠庙 11 座、仕贤祠庙 6 座、寓贤祠 2 座、古神祠庙 10 座、

土俗诸祠 29 座、东京旧祠庙 2 座、外郡行祠 8 座，体系细密、层次分明。宋儒陈淳（1983）所谓“江

淮以南，自古多淫祀”（p. 64），从侧面揭示了江南地域祠祀密度与神祇类型的繁富。在重大军事与政

治行动前后，朝廷往往通过“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应临安府载在祀典神祇”（马端临, 2011, p. 

2749）等方式，将地方灵验神与忠义神一并纳入国家仪式中。此时，太庙周边的诸神祠一方面借由靠

近礼制核心获得正统可见性，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能够在危机时刻迅速调度城市神祇网络，完成社会

的精神动员与秩序重申。 

而在使来源多元、性质各异的地方神祇真正获得大众认可与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道教作为宋代具

有官方色彩的重要宗教力量，常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推动民间信仰与国家秩序在空间与制度层面的

向心共生。随着宋代道教在教义体系、道规制度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其一贯“善于改造吸收各种神灵

信仰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将其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之内”（李利安, 2008, p. 406）的特质愈发凸显，

相当多的地方神祇，往往先通过道观设祠、宫观立殿的方式实现转化，在道教名号化与科仪化处理下，

获得更易被国家承认的身份。例如蜀地梓潼信仰即是如此，梓潼帝君这一蜀地神祇进入临安后，不仅

靠民间自发建庙，更借助道观网络获得再命名与再解释，从而迅速获得社会认可，并以掌禄籍、护科

第的功能匹配士人需求。祝尚书（2009, p. 35）的研究提出南宋孝宗时，道教徒虚构“上帝命梓潼神

掌文昌府”的说法，道士刘安胜又以“宝光天尊”名义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在文本层

面把张亚子明确塑造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王兴平, 2003, p. 34）。梓潼神因此从地方祠神

被抬升为“天曹司禄”的官僚化神职。 

总体来看，南宋临安的民间信仰寺祠分布，是在太庙这一文化礼制中心的牵引下，呈现出一种信

仰多元共存的向心共生格局，它既体现出神祇体系的制度化整合，也折射出城市精神秩序的重构。 

      

图 3 南宋临安民间信仰寺祠分布图/图 4 南宋临安民间寺祠分布热力图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Folk Belief Shrin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igure 4. Heat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Folk Belief Shrin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影响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的因素 

 

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体现为三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力机制：其一，地理与文化共同生

成空间的地方性与神圣性；其二，政治与经济在制度与资源上的妥协，催化出与统治目标一致的空

间样态；其三，移民与原住民在城内不同区块的聚居，引导宗教区域呈现聚合趋势。总体而言，临

安宗教格局是多方合力争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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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与文化生成象征空间 

地理与空间、场所与地方是地理批评的两对具备互文性的概念。地理为宗教区域提供现实基础，

文化则赋予其象征意义，借助文化阐释，山体提供显圣的依托，水体将清净观念转化为可体验的仪式

场景，植物通过构造景观完成宗教语义的在地化；同时，经由宗教文化通过命名阐释等方式的赋义，

湖山被纳入宗教意义系统，宗教区域的象征性得以确立并持续强化。 

临安宗教区域的象征空间，首先建立在“湖—山—城”互嵌的地理结构之上。凤凰山、吴山、玉

皇山等山体既是城市制高点与视觉焦点，也是宗教空间理想的依托。它们一方面提供隔绝尘俗、趋向

清净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又与西湖水网构成可达的交通与游观系统，使佛寺既能在山林中获得超越

性，又能融入城市生活。其具体呈现可从山体、水体、植物三类自然媒介的参与方式加以理解。 

其一，山体不仅承载寺观庙宇，更直接成为显圣的媒介。飞来峰孤峰挺立、岩洞嵌空的自然形态，

本身即具有脱尘出世的视觉心理效应，而其山体洞窟如青林洞、玉乳洞、龙泓洞等在五代至宋代被广

泛用于造像，使天然岩壁从可观之景转化为可朝拜观礼的场所。其二，水体把宗教清净观念转化为可

体验的仪式场景。在宗教象征体系中，水常被视为清净的象征，以净慈寺万工池为例，其本是防火水

池，后转为放生之用，外有重堤环绕、中央置假山花木与微型楼阁，既承载慈悲放生的教义表达，又

以水面、堤岸、岛景的层次组合模拟仙佛世界，形成动静相宜的修持氛围。其三，植物以构景的方式

塑造宗教体验，并完成宗教语义的在地转译。宗教区域中的植物不仅是构景元素，也承担宗教语义的

象征意义，灵隐寺大雄宝殿西侧即有两株七叶树，七叶树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象征

着小圆满、功德无量和生死轮回等佛教理念。正如白居易“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为僧家”（1988, 

p. 1843）一语所言，植物不仅是构景手段，更是修行载体、悟道媒介，使宗教秩序不仅存在于空间，

也沉淀为可被讲述的文化符号。 

其次，象征空间的生成关键还在于文化对自然的再命名与再解释。“灵竺佛国”的形成最具典型

性：慧理借“灵鹫飞来”典故为飞来峰命名，将灵鹫山这一传说中的佛陀说法之地转化为信众可知可

感的空间场域。其又并在周围连建五刹，使其由自然奇峰转化为佛国精神中心，此后灵隐与天竺依双

谷展开，逐渐形成结构有序的佛教聚落。灵隐寺与飞来峰在空间上形成对望关系，由此生成“飞来传

法—灵隐修法”的方位隐喻。随着吴越至南宋的持续营建，摩崖石刻、佛龛、石窟遍布飞来峰，其象

征意义在实践性营造中不断实体化。玉皇山亦然，玉皇山原称“玉柱峰”，自唐代起即为道教圣山，

吴越国崇佛背景下又被奉为“阿育王山”，转而成为佛教圣山。玉皇山孤峻高耸、视野统摄江湖山城

的地貌特征，天然适配祀天、通神的象征期待，又因“玉”与“育”、“皇”与“王”皆指向王权象征，

因此吴越时期郊台的设置、南宋皇室祭祀活动在此高度集中，以及钱王陵寝与皇室祠堂陵墓如褒亲崇

寿教寺、净教院等的分布，共同将玉皇山塑造成兼具“祀天”“祀祖”意义的礼制空间。可见，地理

形貌在文化叙事的解释中可以获得超越性的价值指向并持续影响其空间组织。 

因此，杭州佛寺所依托的自然山水是在宗教叙事与营造中被持续赋义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性并

不止于寺院建筑所构成的空间形式，而是深嵌入山水本身，自然地理与地质形态提供可感的形制条件，

宗教叙事与营造实践提供可读的意义机制，二者叠合，才共同建构出具有超越意味的宗教秩序。 

 

2.政治与经济催化新生格局 

南宋临安的宗教空间格局，并非地理文化的自然演化，也非对北宋东京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仿效

与变通的张力中，深受政治策略与经济资源配置的牵引，共同催化出的新形态。所谓“效学汴京气象”

（吴自牧, 2017, p. 269），主要体现在都城生活秩序的再造：北宋以来朝廷以制度化方式维持城市生活

的等级差序，“效学汴京”更多是一种都城生活方式与秩序感的复刻，它为南宋在南方重新建构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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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提供了社会心理与文化模板，但宗教空间的具体格局，却必须在南渡后的政治合法性叙事、礼制

实践需求与现实资源约束中重新生成。 

在政策与制度层面，南宋对宗教的治理框架基本沿袭北宋，其共同点在于宗教始终被纳入王权治

理的工具体系之中。《宋会要辑稿》载高宗论佛教，认为“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

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故其态度是“但不使其大盛耳”（徐松, 2014, p. 9991）。这种

工具化不仅体现在观念上，更体现为高度制度化的行政管控与象征奖惩。从中央到地方的僧道管理体

系、敕额制度、赐紫衣与师号、乃至寺院的等级化，都构成朝廷调度宗教资源的制度工具。《大宋僧

史略》对“帘前师号”“帘前紫衣”的记述，正说明紫衣师号之荣观已成为朝廷笼络僧团、将宗教声

望转化为政治依附的方式（赞宁, 2015, p. 169）。与此同时，皇帝临幸与御书题额又进一步把宗教空间

转化为政治象征空间：如《咸淳临安志》言南渡后高宗、孝宗、理宗都曾临幸上天竺灵感观音寺并多

有赏赐之举（潜说友, 2012, p. 2899），理宗也在灵隐寺留有御书“觉皇宝殿”等大字（潜说友, 2012, p. 

2874），这些行为不仅提升寺院威望与香火收入，也使政治权威以宗教仪式的形式不断被确认。 

宗教制度可以延续，但宗教格局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在土地紧张与财政约束之下，统治者必须把

有限的空间资源，优先配置给最能支撑礼制实践与合法性叙事的宗教设施。宋高宗建都初期，必须借

助地方士绅与大臣的土地支持，因此宗教区域的建立往往采取奉敕建寺、官员施宅建寺、民间自发营

建等多样化方式，如景灵宫由刘光世旧宅改建，法雨院由王俊民舍地建立。同时，由于建庙耗资巨大，

旧都东京的祠庙在临安仅有四座代表性重建，如皮场庙、昭节庙等，亦是出于成本与象征的双重考虑。

更重要的是，为宣示皇权正统性与维护神佑中兴的神圣叙事，皇室主导的宗教设施在区位上往往呈现

明显的选择性乃至逾制：如将地位低微的白马寺安排在太庙附近，有违前制；又如四圣延祥观，四圣

不过是道教中第三等级的神仙，仅因为四圣曾保护宋室南渡，又因真圣与孝宗面容相似，宋廷便将其

立于孤山之上，其规模与地理位置在所有的御前宫观中甚至超过太庙和景灵宫。 

在这一空间生产逻辑下看，道教宫观的分布正是礼制配置与资源再分配的结果。赵宋王室将道教

尊为国教，南渡初期朝廷亟需以宗法祭祀巩固合法性，御前宫观往往被布置在最具象征意义的区位，

并通过拆寺建观、并寺入观等方式在空间紧张的都城中获得立足点；中期以后礼制体系趋于稳定，道

观更集中承担祖宗奉安与国典仪式等功能，例如景灵宫孟飨、行香制度等，使其礼制属性进一步凸显；

至理宗朝在孤山设西太乙宫，又进一步强化了道教在湖山关键位置的政治占有。北山、孤山等关键位

置发生拆寺建观的宗教置换，也正说明宗教空间并非只属于信仰，而是国家在有限空间中对关键区位

进行支配与再分配的体现。同样的机制也作用于民间寺祠。民间神祠环太庙向心分布，并非单纯的民

间自发，而是在赐封与祀典体系扩张中被制度化的结果。太庙周边由此成为政治控制与神权依赖交织

的象征性中枢。 

可见南宋临安的宗教格局受到政治统治需求与现实资源约束的共同催化，它在对旧都的仿效与现

实的变通中，在城市空间建立起一套服务于王权合法性与国家礼制的宗教地理新秩序。 

 

3.移民与原住民引导聚合趋势 

宗教空间的建设归根结底服务于民众，因此人口分布与社会结构因而对寺庙、祠庙的设立与兴盛

具有直接影响，寺院能否兴盛，取决于其是否进入稳定的信众网络。南宋临安由于战争，外来移民众

多，宗教区域的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临安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的信仰差异。 

首先，临安移民的地域性分布与地域信仰，推动了若干具备地域特色的民间寺祠在临安落地并形

成局部集聚。北方移民主要集中在钱塘县：“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脱脱等, 1985, p. 12949）。他们在

临安重建的东京旧祠仅有四座，包括嘉应公祠、二郎祠、昭节庙及惠应庙。其中以皮场庙（惠应庙）

最为兴盛，因其以治病、应试著称，深受士人青睐。虽庙址位于吴山，远离考场，但士人仍赴此祷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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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功名。南宋时期，皮场庙获得皇室赐封，建有多座行祠，理宗及谢皇后亦曾扶持，可见其宗教与

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 

闽广船商移民多居于城东临海地带，其信仰核心为妈祖信仰，在临安建立了祀奉天妃的顺济圣妃

庙。《咸淳临安志》载妈祖原为莆田林氏女子，屡显神迹，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封其为“灵惠夫人”

（潜说友, 2012, p. 2605），后历封至“灵惠协应嘉应善庆圣妃”（吴自牧, 2017, p. 236)。顺济庙在临安

南北各建一座行祠，规模宏大，香火兴盛，反映出海商群体的信仰需求与影响力。 

川、湘移民则集中于吴山、凤凰山一带，此地被称为“客山”，多为外郡寄寓富户与江海商贾。

该群体的代表性信仰为梓潼帝君，梓潼帝君为蜀中神祇，主掌功名禄籍，深受士人敬奉。南宋时临安

在吴山承天观旁设梓潼庙，史载其“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吴自

牧, 2017, p. 236），并加封为“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遂成为士子求仕祈福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

移民不仅改变人口结构，也通过社群信仰将外来神祇嵌入临安城市宗教网络。 

其次，从整体人口密度与阶层分布看，临安宗教空间呈现出与人口结构相互折射的趋势。南宋杭

州城是“南北展而东西缩的狭长市区”（阙维民, 2000, p. 29）。日本学者斯波义信（2001）对此城市格

局进行更细致的划分：西城垣外是西湖畔的别墅地、风景区，西城垣内是狭长的官绅区。盐桥运河东

段的城垣内，中部是中产以下平民的居住区域，南部又是官绅区（p. 345）。据《咸淳临安志》载，临

安城南厢人口视北厢为倍，信众密集使得即便城东南缺少湖山胜景，寺庙数量仍不输于湖山周围，反

映出宗教设施在数量层面往往随人口就近分布。与之相对，城西、城北湖山区域虽寺庙数量较少，却

因风景秀美、佛法尊荣，自吴越以来即获皇室与士大夫青睐，灵隐、天竺等地名僧讲法、文人游览频

仍，宗教声望与影响力反而更高，所谓“国朝驻跸，隐、竺之价日高”（潜说友, 2012, p. 2891）。因此，

临安宗教空间呈现东南多而小、西北少而强的等级化分布：前者对应平民与移民的日常供奉聚落，后

者对应官绅与精英的资源投入与文化加持。这样的分布恰恰是临安人口数量与民众政治经济势力决定

的。 

综上，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聚合趋势，一方面由移民社群带来的外来信仰推动，在钱塘、城东临

海、吴山、凤凰山等区域形成具有来源地特征环太庙而建的祠庙节点；另一方面则由全城人口密度与

阶层分布所塑造，促成东南多而小、西北少而强的结构性分化。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文化意义 

 

南宋临安的宗教区域，不仅是构成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承载了深层的文化精神意义。南

宋临安宗教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既在于反映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更在于折射从“王

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1.反映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为其完成了宗教空间从抽象“空间”向承载记忆、情感

与认同的“地方”转化的过程。从地理批评的视角来看，地理是空间的物理基础，空间则是抽象、可

规训的容器，而“地方”则是被人的文化经验所赋义的具体场域，是社会实践中情感与记忆的沉淀之

所，正如段义孚（Yi-Fu Tuan, 2017）所言：“当我们感到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p. 60）。 

祁立峰（2015）指出，佛教从山林走向城市，并不意味着神圣性的消解，反而反映出神圣通过政

治制度、文人书写与日常实践进入城市生活的过程（p. 120）。在南宋临安，这种空间转义尤为明显。

作为南宋行在，临安的宗教空间本身就具有重构性。宗教区域因位处城市的嚣华之地，不可避免地被

城市生活所嵌入与重塑，原本肃穆清净的寺院空间，被商业活动、节庆香市、公共交流等日常实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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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填充。 

这种空间重构突出体现在空间功能的调整。西湖周边的佛寺园林，与城市山林无缝衔接，天然成

为市民游赏、节庆集会、士人交游的公共空间。不仅如此，寺庙还通过大型法会、香会、施食、放生

等活动与市民社会的节令节奏高度协同，在坊市民俗与商贸活动中强化其文化存在，使宗教经验变得

可见可感，成为南宋临安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纽带。同时，士人群体也通过题咏、游记、碑铭等文

化书写手段，将保俶塔、雷峰塔、葛岭、孤山、龙井等地赋予象征性与人格化特质，转化为寄托修身

之志、表达人格理想的文化空间，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宗教区域的情感认同，形成重叠于现实地图之

上的文学地理。 

从文学文本角度看，临安宗教区域还频繁出现在话本小说、笔记传奇等大众文学叙事中，成为地

方认知的重要虚构维度。例如，《西湖三塔记》便是在《洛阳三怪记》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两者在

人物结构、节令顺序与事件设置上高度相似，但《西湖三塔记》因其将故事嵌入杭州西湖三塔的地理

空间，实现了叙事的在地化重构，从而获得广泛流传。三塔原为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疏浚西湖时所建，

用以划定湖中禁采范围，保障水源。该故事则将此现实措施宗教化为“镇妖压邪”之举，以塔镇水妖，

回应临安水患频发的集体经验，六和塔之于镇江的民间传说，亦属同理，宗教信仰在此不仅提供对灾

难的解释框架，也构建起地方社会的象征秩序。此外，《夷坚志》中记述的景灵宫道士、上天竺观音

故事，以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灵隐寺与净慈寺的场景设定，也都使得这些宗教区域不仅成为叙

事的背景，更是承载意义的“叙事地方”。随着故事的流传与反复讲述，不断加深对临安湖山寺观的

文化认知，进一步深化了公众对临安宗教区域的情感投射与文化认同。 

正是在这种文化书写与日常参与的叠加中，临安宗教区域才成为临安城市身份与地方记忆的空间

化呈现：对皇室而言，寺院与礼制相互支撑，参与合法性叙事与国家秩序表达；对士人而言，寺院成

为山水理想、人格修养与群体交游的文化场所；对市民与移民群体而言，寺院通过慈善、接待、施茶

施药等功能进入世俗生活，提供精神慰藉与社会互助。山水提供形体，文化赋予意义，实践沉淀精神

认同，临安宗教空间一方面承载历时叠加的文化沉积，另一方面又以共时的社会实践不断更新，最终

把“空间”转化为可认同、可归属、可持续被讲述的“地方”，因此，宗教空间不仅是物质景观的构

成，更是临安城市记忆的核心符号系统之一。 

 

2. 折射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格局，深刻折射出地理意识的显著转变，其空间布局与文本书写均呈现出从

“王城中心”向“湖山中心”演变的趋势。 

一是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逻辑发生转变。邱晓（2019）指出，在传统的王朝空间观中，任何地点

理论上都可被作为空间原点，这个原点往往带有“我”或“神”所象征的中心性。空间方位的确立与

中心的认定密切相关，有了中心，才有四方上下；中心与周边、方位与原点，是彼此依存、对立统一

的（p. 86）。古人以帝都为天下中心，皇帝凭借其天子的身份坐镇大地中央，中原文化则凭借其深厚

的教化内涵，显现出相较于周边部族的文明优势，都城从而体现出天下中心所具备的神圣特质与优越

地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7）中频繁使用“四至八到”，通过描述各州县距离东京等核心城

市的路程作为表示方位距离的方法来定位各州县，其记载杭州“四至八到”如下： 

“东北至东京二千八百里。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里。西北至长安三千四百里。东至苏州

三百九十里。南至越州一百三十里。北至湖州一百九十里。西至歙州四百七十九里。东南至

思俗山至越州总一百七十里，又云渡浙江一百三十里。西南至睦州三百一十五里。西北至宣

州四百九十六里。东北至苏州三百六十九里。东北浙江入海处一百里。”（p.1862） 

无论城市距离国都东京远近，都会以东京为第一坐标进行衡量，可谓这一地理中心意识的直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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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的宗教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这一中心主义逻辑。重要佛教寺院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等，

集中于皇城附近，承担国家祈雨、科举题名等功能，是皇权与宗教相互映照的象征性场所；道教宫观

如玉清昭应宫、上清宝篆宫等，同样位于宫禁要地，强化“天人合一”的合法性结构。这种自上而下、

放射状的“宫—坊—市”空间次序，反映出北宋制度化、等级化的宗教管理逻辑。相比之下，南宋临

安的宗教空间受地形影响更大，政治主导性相对减弱。佛寺主要分布于西湖周边山地，形成环湖五大

集聚区，呈因山就水之势，环西湖佛寺中，既有皇室功德院、国家祈雨场所，也有市民日用佛教与文

人游观结合的隐逸空间，呈现制度性与民间性并存的特征；道观多位于宫城近旁及礼制象征节点，体

现出逾制建观的皇权介入特征，强化了政治象征地位；而民间信仰寺祠则以太庙为中心形成环太庙式

的向心结构，显示出民间信仰在国家礼制吸纳下的整合化与多元共生。 

如图 5、图 6 所示，这种空间布局不再服从“宫—坊—市”的等级秩序，而是在“城—湖—山”

的地貌基础上，构建出宗教区域之间互为依托、彼此交织的复合空间网络，反映出从以皇权为轴心的

中心主义布局向以自然地貌与民间实践为依据的地方性空间结构的转变。 

      

图 5 北宋东京宗教区域分布图/图 6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图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Areas in Northern Song Dongjing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Areas in Southern Song Lin’an 

二是空间叙事结构发生同步转向。潘晟（2008）提出，宋廷南渡后，由于偏安一隅、失土辱国的

历史创伤，逐渐放弃了整体“图绘天下”的企图，转而追溯“禹迹”、绘制“华夷”，试图在“文化天

下”的叙事框架中，重建一种象征性的家国秩序与政治地位（pp. 116-117）。这一转向，标志着从“疆

域天下”到“文明天下”的地理认知转型，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地理书写的结构逻辑。《咸淳临安志》

《太平寰宇记》等地志不仅是地理事实的记录，更体现了士大夫对“地方”与“中心”重新定位的尝

试。 

临安三志中最为完备的《咸淳临安志》序文鲜明地体现了以潜说友为代表的南宋士人所特有的地

理意识：“《禹贡》称‘冀州既载’，释者谓以贡赋役事载之书。其于天子所自治之国，谨重固如此。

九州岛攸同，言归旧京。圣子神孙，尚克念哉！光尧怀禹之遗志云。”（潜说友, 2012, p.6）潜说友在其

绘制的《九县山川总图》中，并未将都城临安置于画面中心，但在表达方位时依旧沿用城内、城外的

分区模式，体现出一种试图从皇权中心出发对城市进行空间重组的努力。这种划分方式反映出他所坚

持的“王城中心”地理意识，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空间组织结构，也暗含着士人对“权力中心”

失落的深层焦虑。然而西湖作为空间实体的实际地位，早已超越了“城外”的边界。因此，潜说友在

划分寺院布局时，不可避免地采用围绕湖山的片区结构，而非传统自皇城中心出发的等级差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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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空间叙事方式变化显示出尽管南宋士人仍保留城内、城外的皇权空间划分，但其对佛教空间的书

写和分区，实质上已转向以西湖为地理核心的空间认知，这正是南宋临安城市空间在经历政治中心转

移与地方意识增强之后，自然生成的结构性回应。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是自然地形、历史传统与政治格局多重作用下的产物。临安佛教、道

教与民间信仰等三类主要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并非散乱无序，而是各自遵循特定的空间逻辑：佛

教寺院依山环湖，道教宫观扼守礼制节点，民间寺祠则围绕太庙形成向心集聚态势，整体呈现出一种

共生互嵌的空间格局。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受到地理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移民与原住民等多重因素

的共同塑形，体现出历史传统与现实格局的层层叠加与互动。从文化意义层面看，临安宗教区域不仅

作为地理实体参与城市运作，更通过制度表达、日常实践与文学书写，完成了从“空间”向“地方”、

从“王城中心”向“湖山中心”的叙事转型，成为临安维系地方认同、凝聚文化记忆与规范社会秩序

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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